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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稳定经

济增长、均衡收入分配、缓解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方面，社会保障将会发挥越

来越重要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初衷是通过社会共济的方式来实现社会资源分配

的公平化，减少经济活动中各种风险带来的收入波动和部分人群陷入贫困。发达

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所起的作用越

来越明显，已经成为与政府税收并驾齐驱的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手段。 

然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仍处于发展与改革阶段，其在调节收入分配所发挥

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不仅要实现社会

保障制度的全覆盖，而且要减少同一种保障制度中不同人群的差异性，进一步发

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过去的三十年，从 GDP 和家庭收入的增长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相

当快的。在 1978 至 2008 年间，GDP 平均增长率接近 10%，城镇和农村地区的

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 8%。近几年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超过 6%

的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到 2015 年底，按照现在的

汇率计算，中国人均 GDP 达到 7500 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国

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重建

仍然相对滞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仍有不足。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的问题仍

然存在，不同人群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有着巨大的差别，甚至起到了扩大收入差

距的作用。 

尽管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却并成效不

大。无论是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还是整个中国，收入差距远大于改革初期。整

                                                
1 本文是为中国-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项目（EU-China Social Protection Reform Project）撰写的研究报告。本

文中需要地计算工作得到詹鹏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个国家现在的基尼系数估计大约为 0.472，虽然相对于 2008 年的最高水平有所下

降，但是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 0.303，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同时，中国

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从 1980 年的 0.26 上升到 2013 年的 0.40，城市的基尼系数

从 1978 年的 0.16 上升至 2013 年的 0.39。 

过去近四十年中，中国贫困率下降十分明显，但贫困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

问题。截至 2015 年底，中国农村仍有超过 5000 多万的贫困人口。这只是按照收

入标准测算出来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多维贫困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会更多，

因为仍有大量的农村家庭虽然其收入水平高于扶贫标准，但是受到疾病，自然灾

害的冲击而陷入贫困。 

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部分是因为劳动收入的比

重降低，部分是因为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消费倾向降低由于人们对医疗、教育

和住房等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那些没有被社保体系覆盖的人群。在全球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政府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为刺激国内需求已做出了不懈

的努力，但措施集中在增加投资而不是刺激消费。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缩小

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提高保障水平将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正在加速进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 年中

国 13.67 亿人口中，60 岁及以上的老人 2.12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5.5%；65

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1.37 亿人，占比 10.1%4。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无疑已成为一

个老龄化社会，而且在未来几年会不断深化。老龄化过程对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

提出了严重挑战，要求社会养老制度更加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为了解决上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建立一个全覆盖且公平的社会保障是中国

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一观点在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广泛

共识。然而，如何使得社会保障制度更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更具有缓解贫

困的作用，仍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优先考虑的问题。 

本文下一节讨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而这些挑战是与收入分配差距

过大，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增强

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也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第

三节讨论了一些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其中特别强调它的调节收入分配和缓解贫

困的作用。第四节是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了中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所起到的收入

再分配的作用。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这里主要考察养老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2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课题组在 2013 年进行了数据收集，估计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 0.47。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 2015 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 0.464。 

3 见 Adelmen 和 Sunding，1987。 

4 国家统计局（2015）《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第五节是国际比较，比较中国与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

的收入再分配的差异。最后一节是全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二、	 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包括过大的收入差距、贫困、消费倾向的

大幅下降、社会矛盾的增加和社会的不稳定。毫无疑问，这些挑战必须加以充分

的认识和有效的应对。 

1、 过大的收入差距  

30 年前，中国是一个平等主义盛行的国家，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中国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城镇和农村实施不同的

经济和社会政策，且政策偏向城市，这导致了城镇和农村家庭在收入水平、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的获得以及人类发展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Riskin et al，2001；

Gustafsson et al，2008）。对于收入不平等，不同的估计结果均说明中国城镇和农

村的收入差距都显著增加了。比如，根据可比样本数据的估计，中国城镇内部的

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16 上升到了 2013 年的 0.37，同一时期的农村内部的基

尼系数从 0.22 上升到 0.38，如图 1 所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十五年同

样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图 2 所示，以名义收入表示，2001 年城镇家

庭人均收入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 2.9 倍，2009 年达到 3.34 倍，为历史上最高

水平。在随后几年中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缓慢下降，近两年城镇家庭人

均收入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率降为 3 倍以下，但是它仍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水平。 

 
图 1：中国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的变化，1978-2013 

 



来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5 

 

 

图 2：2001-2013 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14，p101 

 

  图 3：中国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2003-2014) 

 

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 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公报》。 

 
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1978-2008）基本上处于

不断上升的趋势，从 80 年代初的 0.30 上升到 2008 年的 0.491，达到了历史上的



最高点。在后来的几年中，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有所控制，基尼系数有所下

降。到 2015 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 0.47 以下（见图 3）。然而，现今

中国的收入差距水平仍处于高位水平，而且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没有建立起一个公平有序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因而收入差距出现扩大

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进

下去，而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是其中的一项政策选择。 

 

2、 大量的贫困人群  

毫无疑问，过去近 40 年中中国在扶贫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使用

何种贫困测量指标，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贫困人口规模的下降已超过

90%，见图 3。在 2010 年以前，中国农村贫困线存在严重低估问题，导致贫困人

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的低估。2011 年中国政府上调了农村贫困线，确定为 2010

年的贫困线为 2100 元/人/天。上调后的贫困线相当于世界银行提倡使用的 2 美元

/人/天。根据新的贫困线，在 2010 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大约为 1.5 亿，贫困发

生率为 17%。在过去 5 年中，农村贫困人口继续下降，到 2015 年已不足 6000

万。 

然而，贫困仍然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众所周知，

中国使用的贫困线只是以收入/消费为维度的，而不是多维的贫困线。如果按照

多维的标准来估计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农村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会有很多程度的上

升，除了收入/消费贫困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家庭因病致贫，因学致贫，

处于住房贫困之中。 

 
图 4：基于官方贫困线测算的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 



0

5

10

15

20

25

30

35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19
78

19
80

19
81

19
82

19
83

19
84

19
85

19
86

19
87

19
88

19
89

19
90

19
91

19
92

19
94

19
95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万人

1978年标准贫困人口 2008年标准贫困人口
2010年标准贫困人口 1978年标准贫困发生率
2008年标准贫困发生率 2010年标准贫困发生率

 
            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历年） 

在农村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和儿童贫困是需要尤为关注的。与其他国家相同，

中国的老年贫困和儿童的贫困发生率都要高于其他人群。跟据北京师范大学的一

份“新形势下农村贫困人口的结构”研究报告，现今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比

bi 平均水平高出 5%，而儿童贫困发生率比平均水平高出 10%。针对这些特殊人

群的贫困问题，仅仅解决他们的收入贫困是远远不够的，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往

往是必不可少的。 

 

3、大量农民工流入城镇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加速了城镇化进

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就业和生活，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群仍是候

鸟式迁移，往来于城乡之间。到 2013 年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人员（农民

工）已接近 3 亿，其中的 1.7 亿就业于城镇（见图 5）。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非

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如流动儿童和老人。加上这个人群，城镇中来自农村的流动

人口总数超过 2 亿。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不足 60%，这意味着未来 20 年中城乡

劳动力流动仍会持续下去5。大多数流动人口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流动性高

但收入低，未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李实，2008；邓曲恒、李实，2009；李实，

邢春冰等，2016）。由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在农村，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就

业机会、薪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方面均处于劣势。未来十年，解决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确实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5 2015 年，大约有超过 2 亿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占中国总劳动力的 30%左右。如果农村劳动力每年减少

1%，10 年后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仍为 20%。 



 
图 5  中国农村-城镇农民人数（百万） 

 
来源：历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 

 

4. 不断下降的消费倾向  
      从新世纪开始, 中国国民收入中消费份额出现了急剧下降。消费占国民收

入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62%下降为 2010 年的 48%，十年中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见

图 6）。这是历史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不曾出现的情况。虽然近两年中

国国民收入中消费占比略有上升，但是仍处于很低水平上。从消费结构上看，导

致消费占比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居民消费占比的快速下降（见图 7）。在全社会总

消费中，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所占比例出现了一升一降的情形，前者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22%上升到 2012 年的 27%，后者却从 78%下降到 73%。而在居民

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所占比例呈稳定上升趋势，而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例呈下

降趋势。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在全社会总消费中所占份额上升

了近 17 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所占份额却下降了近 13 个百分点（见图 8）。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城镇化过程引致的城镇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是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的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 

 

图 6  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收入核算数据绘制。 

  

 

 

 

 

 

 
图 7: 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收入核算数据绘制。 

 
图 8: 城镇,农村居民和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收入核算数据绘制。 

 
图 9 是 1990 年以来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该图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

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其中居民消费倾向是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从中不难看出，

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 1990 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

向为 85%，然后开始一路下降，到了 2012 年为 67%，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而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不同于城镇居民，在上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明显下

降，但是从 2000 年开始处于一种相对稳定而略有回升的状态。农村居民消费倾

向的变化更多地反映了农村收入增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

90 年代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急剧下降（10 年时间降福高达近 15 个百分点），一是

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民收入的缓慢增加，二是反映了农民税费负担的急剧增加，三

是反映了公共服务市场化导致了农民额外负担的增加。从 2000 年开始，农村居

民消费倾向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在一段时期内有所回升，是因为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出现了较快增长，加上免除农业税，取消农民缴费，实行农业

补贴政策，以及后来实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

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这些政策措施一方面加快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

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减少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提高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两方面

的效应的共同结果就是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稳定和上升。 

 
图 9: 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住户调查数据绘制。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以城镇居民为例，不同收入

组人群具有不同的平均消费倾向，而高收入组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往往会低于低

收入人群。图 10 给出了 2002 年至 2012 年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

的变化。首先，正如消费理论所预测的，不管是高收入组人群，还是低收入组人

群，其平均消费倾向都会随着其收入增加而下降。如图 7 所示，在 2002 年至 2012

年期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收入最低的 5%居民的平

均消费倾向 8 个百分点， 收入最高的 10%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10 个百分点。其

次，高收入组人群与低收入组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远低于

后者。如图 7 所示，收入最低的 5%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比收入最高的 10%居民

的平均消费倾向高出近 40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将收入

最高的 10%居民的收入中 10000 元转移给收入最低的 5%居民，那么社会消费额

将会增加 4000 元。 

 
图 10: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住户调查数据绘制。 

注释：Mean=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B5=收入最低的 5%人群的平均消费倾

向；Q2=收入次低的 20%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D10=收入最高的 10%人群的

平均消费倾向。 

 
5. 不断加速的老龄化  

   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老龄化过程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特别近几年老龄化出现了

加速进程。如图 11 所示，在 1995-2014 年期间，65 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

6.2%上升到 10.1%，上升了近 4 个百分点；60 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 9.2%

上升到 13.7%，上升了 4.5 个百分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老龄化的加速过

程，如在 1995-2009 年期间（14 年）60 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上升了 2.4 个百

分点， 而且后来的 5 年中这一比例则上升了 2.1 个百分点。不言而喻，老龄化

加速到来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意味着人口“红利”

的消失，而且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用于养老的部分不断增加。它不仅带来养老金

收支不平衡问题，带来代际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带来资本积累不足以及经

济增长减速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老龄化也有地域上的差异。从相关的数据来看，农村的老龄化进程快

于城镇，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纷纷流向城镇就业。农村老人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

限制，加上其前往城镇就业的子女在城镇不稳定的就业生活状态，难以前往城镇

与其子女团聚。他们成为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难题。 

 
图 11：中国老龄化进程（老龄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 年）中数据计算和绘制。 

 

三、	 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  

社会保障或者说社会福利，具有保险、扶贫、收入再分配和消费平滑的功能。

当今中国，社会保障在刺激国内需求、提高家庭消费倾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

别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而且社会保障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缓解贫困，

维持社会稳定都具有明显的功能。 

 

1、 社会保障的六个功能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Barr，2001，2004；Barr 和 Diamond，2008）普遍认

为的社会保障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保险。社会保障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保险

通常指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转移项目（Feldstein，2005）。对

于中国，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收入流动和健康的不确定，社会保障对降低

这些风险发挥重要作用。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在这方面提供了较

好的例子。社会保险不同于私人保险的是，它具有强制性，需要政府更多的干预

和责任，以避免工作搜寻中的障碍和医疗资源使用的无效率。设计一个合理的社

会保障体系以提供最优的保险和激励组合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

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根据自身情况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不是

一个例外（Feldstein，2005，Barr 2004； Barr 和 Diamond，2008）。 



（2）扶贫。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没有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

穷人很难脱离贫困。现代贫困理论也指出，贫困本身容易产生贫困，当贫困人口

陷入贫困陷阱时会导致更多的贫困（Bowles 等，2006）。在缺乏公共服务的情况

下，贫困、文盲和（或）疾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Knight 等（2009）提供非常有

力的证据表明，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义务教育辍学率高于条

件较好的家庭，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获得具有较高报酬的非农就业和体面工

作的机会也较少。随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过去十年的持续减少，贫困的结构已

发生了显著改变。其中一个特点是，农村人口中由于疾病和残疾导致贫困的比率

增加。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新千年初期开始广泛实施，在扶贫方面发挥了有

效作用，但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却不明显（李实、杨穗，2009）。根据城镇地

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经验，中国政府在 2007 年开始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农村，

但是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地区。我们相信，中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扶贫方面

是一项有效的措施，也是对传统的开发式扶贫措施，如通过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

展来降低贫困的一个补充完善。6 

（3）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在制度设计中，再

分配功能是否应优先考虑仍是有争论的（Feldstein，2005）。理论上，社会保障

有直接和间接的再分配作用，直接的作用不是那么明显，但间接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城镇的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很小，因为养老金与之前的工资密

切挂钩，但毫无疑问，养老保险制度对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有间接作用。人口老

龄化过程中，这一间接作用将变得更显著。长期来看，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对收

入再分配的间接作用将更大。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对缩小同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至关重要。过去十年，持续上升的教育回报率对缩小中国城镇地区工资差距的作

用日益增加，但城镇职工之间教育程度的显著不平等又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李实，

2008）。同时，社会保障和福利，如收入补贴计划和免费或减免的教育，当低收

入人群获得这些制度的大部分利益时，通常对收入再分配产生积极作用。 
（4）平滑消费。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长期来看对个人的消费平滑有明显

作用，也被称为存钱罐功能（Barr，2004）。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低收

入家庭，经常经历由于失业、产品价格波动、疾病和自然灾害而导致的收入波动。

收入波动是农村人口陷入暂时性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Whalley 和 Yue,，2009）。

收入波动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波动，因此，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低

保等收入救济计划，对家庭消费平滑具有强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 

（5）刺激消费。长期来看，对于像中国这样消费倾向持续降低的国家，这

                                                
6 见关于低保对江西农村贫困降低的补充作用的详细讨论，文章名为《农村低保与扶贫：作用雷同还是互

补》。hppt://www.fupin.gansu.gov.cn/zwzx/1181004710d3661.html 



一目标尤其重要。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出口行业受到严重打击，2008

年底出口份额大幅降低。最近，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呼吁政府扩大社会保障

和公共服务支出，以降低消费者的风险和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不确定性，提高消费

倾向（蔡昉、都阳，2009）。虽然没有非常有力的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保障的不足

是中国消费倾向降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一些调查指出，中国家庭储蓄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儿童教育、未来的医疗支出和购买住房。7 

（6）社会稳定器。这也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具有的重要作用。许多研

究指出，犯罪和社会冲突与失业、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困高度相关（Fajnzylber 等，

1998；2002）。对穷人和失业者没有社会保障或保障不力的国家，这一相关度更

高，中国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因此，对于中国，为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

会稳定，扩大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非常重要，这也有助于为十三五规划的

实施创造和谐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2、 三大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保障未来十年的战略目标以及与总体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必须明

确。作为一个合适的制度，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也被认为是三个基本原则。

首先，完全的覆盖，全部人口，无论老少、农村还是城镇居民、正规还是非正规

部门的工人、雇主还是雇员，都应包括在内。其次，可携性，个人缴纳社会保障

项目，其受保资格随着工作的变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具有可携性。第三，可持续

性，社会保障水平的标准不能维持在超出政府财政能力的水平之外，但应该随着

经济增长而提高。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普遍认为是低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大部

分发展中国家（CDRF，2009）。 

                                                
7 见新华网“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的讨论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4/10/content_4405567.html 



 

四、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效果。本文利用了北京师范大学收入

分配研究院收集的 2013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首先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估

计，然后对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养老，医疗，住房，低保等）所产生的收入再分

配效应进行测算，从而可以评价其收入再分配效果。 

表１是利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课题组于２０１３年收集的全国居民收

入调查数据（ＣＨＩＰ２０１３），计算了税费和转移支付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

计算的规则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家庭住户可支配收入的核算方法，即 

可支配收入＝市场收入－税费＋转移收入（公共转移收入＋私人转移

收入）  

 
在估计税费和转移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时，采用基尼系数来计算收入差距，分

别计算市场收入分配（通常称为初次分配），扣除税费后，加上转移收入后的基

尼系数。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的差额被看作为再分配效应。 

 
 表 1：中国税费与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 2013 年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变动 
基尼系数的变动率

（%） 

市场收入 0.51740      

- 税费 0.51767  0.00027  0.05  

+ 公共转移收入 0.47203  -0.04564  -8.82  

+ 私人转移收入 0.44135  -0.03069  -5.93  

=可支配收入 0.44135      

来源：根据 2013 年 CHIP 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表１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居民的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约为 0.52，可

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 0.44。由此可见，经过税费调节和转移支付的作用，

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8 个百分点。换句话说，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市场收

入差距，经过再分配过程后，下降了 14.7%。如果分别来看几项再分配手段，税

费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差距，而且略微扩大了收入差距；公共转移收入使得市场收

入差距下降了近 9 个百分点，是三项中最有力的调节手段；私人转移收入使得市

场收入差距下降近 6 个百分点，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调节手段。 

表 2 显示了税费和公共转移收入细项分别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税费分



项中，个人所得税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其作用非常有限，使得市场收

入的基尼系数仅下降不足 1%。几项社会保障缴费，除了失业保险缴费具有微弱

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外，其它几项社会保障缴费都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如养老

保险缴费和医疗保险缴费分别使得市场收入差距扩大了 0.13%和 0.24%。这意味

着社会保险缴费具有一定的累退性（Regressive）。虽然有些社会保险缴费（如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与工资等比例的，但是放在家庭收入来看，这些缴

费具有明显的累退行，即高收入家庭的缴费占其收入的比例小于低收入家庭。 

在公共转移收入中，所有的项目都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但是其效应的

大小有所不同。城镇职工的离退休金收入具有较明显的再分配效应，它使得市场

收入差距缩小了近 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收入，其它养老保险收入

也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其程度小了很多。三项的综合效应只是使得市场收

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不足 1.5%。城乡低保，社会救济，以及政策性补助，可

以看作为社会福利项目，它们也是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其效应并不明显。

如表 2 所示，城乡低保，社会救济，和政策性补助的综合效应使得市场收入差距

的基尼系数下降不足 1%。最后，各种农业补贴（包括种粮补贴）也有助于缩小

收入差距，导致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 0.61%。由于这部分补贴主要是农

村居民获得的，它对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 

 
表 2：中国税费和公共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2013 年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变动 

基尼系数

的变动率

（%） 

市场收入  0.51740      

- 税、费  0.51767  0.00027  0.05  

   - 养老保险费 0.51808  0.00068  0.13  

   - 医疗保险费 0.51931  0.00123  0.24  

   - 失业保险费 0.51905  -0.00025  -0.05  

   - 其它缴费 0.51914  0.00008  0.02  

   - 个人所得税 0.51767  -0.00147  -0.28  

+ 公共转移收入  0.47203  -0.04564  -8.82  

   + 离退休金 0.48691  -0.03076  -5.95  

   + 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 0.48366  -0.00325  -0.63  

   + 农村居民养老金收入 0.48098  -0.00269  -0.52  

   + 其它养老收入 0.48040  -0.00058  -0.11  



   + 低保金 0.47848  -0.00192  -0.37  

   + 社会救济收入 0.47741  -0.00107  -0.21  

   + 政策性生活补贴 0.47657  -0.00084  -0.16  

   + 农村医疗报销款 0.47568  -0.00090  -0.17  

   + 从政府和社会组织获得的实物收入和服务 0.47519  -0.00049  -0.09  

   + 各种农业补贴 0.47203  -0.00315  -0.61  

+ 私人转移收入  0.44135  -0.03069  -5.93  

可支配收入  0.44135      

来源：根据 2013 年 CHIP 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各种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对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起到多大的再分

配作用呢？对此，我们需要分别考察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前后市场收入差距的变

化。表３是城镇居民市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变化与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的关

系。从表３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2013 年城镇居民的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

数为 0.453，经过税费和转移收入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

0.349。如果不包括私人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经过收入再分配政策调整之后，城

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9.5 个百分点，或者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

降了 21%。应该说，现行的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还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如果进一步考察税费细项和转移性收入的细项的效应，

我们不难发现税费的效应是很小的，而且也是扩大收入差距的。这主要因为养老

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的缴纳具有一定的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个人所得税有助

于缩小收入差距，只是由于其作用有限，不足以抵消两项保险费的扩大收入差距

的作用。 

 
表 3：中国城镇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的再分配效应，2013 年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变动 

基尼系数

的变动率

（%） 

市场收入  0.45295      

- 税、费  0.45502  0.00206  0.45  

   - 养老保险费 0.45574  0.00278  0.61  

   - 医疗保险费 0.45690  0.00116  0.26  

   - 失业保险费 0.45683  -0.00007  -0.01  

   - 其它缴费 0.45698  0.00015  0.03  



   - 个人所得税 0.45502  -0.00197  -0.43  

+ 公共转移收入  0.35745  -0.09757  -21.54  

   + 离退休金 0.36813  -0.08689  -19.18  

   + 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 0.36101  -0.00712  -1.57  

   + 农村居民养老金收入 0.36044  -0.00057  -0.13  

   + 其它养老收入 0.35989  -0.00055  -0.12  

   + 低保金 0.35827  -0.00162  -0.36  

   + 社会救济收入 0.35769  -0.00058  -0.13  

   + 政策性生活补贴 0.35733  -0.00036  -0.08  

   + 农村医疗报销款 0.35778  0.00045  0.10  

   + 从政府和社会组织获得的实物收入和服务 0.35762  -0.00017  -0.03  

   + 各种农业补贴 0.35745  -0.00017  -0.03  

+ 私人转移收入  0.34868  -0.00877  -1.94  

可支配收入  0.34868      

来源：根据 2013 年 CHIP 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在转移性收入中，对收入分配带来最大影响的是离退休金。如表 3 所示，城

镇职工离退休金导致城镇居民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 19.2%，另外的城镇

居民养老保险金收入带来了城镇居民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 1.6%。除此

之外，其它的转移支付项目所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都是非常有限的，使得市场

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不到 1%。 

表 4 显示了中国农村税费和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总起来讲，农村社

会再分配的效应明显地小于城镇，税费和公共转移收入只是使得农村居民市场收

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4.9% 而城镇为 21%。与城镇居民的情况相似的方面是

农村居民负担的税费不仅没有减少收入差距，反而是扩大收入差距。税费的再分

配作用使得农村居民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 1.23%（见表 4）。由于农村养

老制度发展严重滞后，新农保制度建立后，农村老人获得的养老补贴所占农户收

入比重还是很低，因而农户收到的养老金收入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非常有

限，只是使得农户市场收入差距缩小了 1%。当然，农村的转移性收入的种类要

多于城镇，除了低保金收入外，农村居民还收到其它补贴，如种粮补贴等。这些

转移收入对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起到一定的作用。如表 4 所示，各种农业补

贴使得农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缩小了约 1.34%。 

还应该注意的是农村居民的私人转移性收入所起到的再分配作用。在农村私

人转移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寄回带回的收入。在 2013 年私



人转移性收入使得农村居民的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12.24%, 其作用

相当于公共转移性收入的两倍。当然，私人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作用与公共转移

性收入之间具有较强的替代性。也就是说，公共转移收入的增加会挤出私人转移

性收入。 

 
表 4：中国农村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的再分配效应，2013 年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变动 

基尼系数

的变动率

（%） 

市场收入  0.46435      

- 税、费  0.47005  0.00570  1.23  

   - 养老保险费 0.46684  0.00250  0.54  

   - 医疗保险费 0.47004  0.00320  0.69  

   - 失业保险费 0.46998  -0.00005  0.01  

   - 其它缴费 0.47013  0.00015  -0.03  

   - 个人所得税 0.47005  -0.00009  -0.02  

+ 公共转移收入  0.44161  -0.02843  -6.12  

   + 离退休金 0.46452  -0.00552  -1.19  

   + 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 0.46330  -0.00123  -0.26  

   + 农村居民养老金收入 0.45838  -0.00492  -1.06  

   + 其它养老收入 0.45781  -0.00057  -0.12  

   + 低保金 0.45474  -0.00306  -0.46  

   + 社会救济收入 0.45288  -0.00186  -0.40  

   + 政策性生活补贴 0.45127  -0.00160  -0.36  

   + 农村医疗报销款 0.44864  -0.00263  -0.57  

   + 从政府和社会组织获得的实物收入和服务 0.44781  -0.00083  -0.18  

   + 各种农业补贴 0.44161  -0.00620  -1.34  

+ 私人转移收入  0.38479  -0.05683  -12.24  

可支配收入  0.38479      

来源：根据 2013 年 CHIP 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五、	 国际比较:中国与欧洲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体制和机制

仍处于不断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因而，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的



再分配功能仍显偏弱。 

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和西欧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已具有百

年历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它对于减少不平等，缓解贫困，稳定

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会带来一定的负

面作用，它会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和带来严重的社会负担。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欧洲国家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引入积极

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减少过度保障和福利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不断改

革中的欧洲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仍具有很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对于缩小收

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图 12：欧洲四国与美国的社会保障福利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来源：Jean- Yves Hocquet（2016）. Relation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in Europe: Social Protection and Employment 

“Partnership or Rivalry”.  Report of EU-China Social Protection Reform Project. 
 

社会保障和福利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缴费

（contribution），二是公共转移性收入。由于缴费类似于个人所得税，具有一

定的累进性，即收入越高，缴费越多，因而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公

共转移性收入体现在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上，往往是低收入家庭会获得更多

的转移性收入，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图 12 是欧洲四国与美国社会保障缴费和

收入产生的收入分配的影响。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的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都

是较大的，除了瑞典外，其他四国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

0.4，美国和英国接近 0.5。经过社保缴费和转移支付后，可支配收入差距都有



较大幅度的下降，如丹麦的收入差距由 0.42 下降为 0.3 以下，英国由 0.47 下

降为 0.34。图 12 还显示了社保缴费和转移支付的不同影响。相对于美国来说，

欧洲国家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大于社保缴费的影响，比如法国的转移性收入产

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占社会保障全部效应的 78%，而缴费的效应只占 22%。

相比而言，美国的转移性收入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占社会保障全部效应的

20%，而缴费的效应只占 80%。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更相似于欧洲国家，社保

缴费发挥的再分配作用非常有限，而公共转移支付的作用更强一些。 

如前所述，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所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不大，

只是使得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略有下降。那么，相比而言，欧洲国家又

是什么情况？图 13 显示了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差距

的基尼系数。不难看出，表中的一些欧洲国家都显示了市场收入（初次分配）

的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再分配）的基尼系数之间有较大的差别，后者明

显低于前者。这意味着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内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起到

了明显的调节作用，使得收入差距较大幅度缩小。相比而论，中国的市场收

入的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表明了中国再

分配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与中国的差别。英国的市场

收入差距甚至还高于中国，经过再分配以后，英国的可支配收入差距有大幅

度下降，比中国低了很多（见图 13）。 

 
图 13：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中国与欧洲比较 

 

来源：欧洲国家的数据来自于 Jean- Yves Hocquet（2016），中国的数据由作者根据

2013 年 CHIP 住户调查数据计算。 



 
  图 14 更加清晰地显示了中国与欧洲国家在收入再分配效果方面的差

异。 在欧洲主要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会导致收入差距下降多大幅度呢？如

图 14 所示，在 22 个欧洲国家中，经过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调节，收入差

距都有明显下降。降幅最小的是以色列，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22%，

降幅最大的是斯洛文尼亚，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38%。这些国家的

平均降幅在 30%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调节力度非常

有限，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仅下降了 8%。 

 
图 14：社会保障和福利导致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 

 
来源：欧洲国家的数据来自于 Jean- Yves Hocquet（2016），中国的数据由作者根据

2013 年 CHIP 住户调查数据计算。 

 
除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中的转移性收入外，欧洲国家的公共服务如免

费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同样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表 5 显示了欧

洲国家的公共服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基础上，如果加上

公共服务的市场价值后，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有明显下降，表明了公共服

务缩小了收入差距。有的国家的公共服务的再分配影响较大，如瑞典，有的

国家则较少如德国。从分项来看，起到主要影响作用的是公费医疗，它对收

入分配的影响占总体效应的 40-70%。由于中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这里

我们无法进行国际比较。然而，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中国公共服务所带来的



收入分配效应不会太大，这主要因为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公共服务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表５：欧洲国家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 

 

可支配收入

的基尼系数  

 

可支配收入

+公共服务

价值的基尼

系数  

 

再分配效

应 

 
 

分项公共服务占总效应的比重 

健康服务 教育 幼儿照顾 住房 其他 

德国 0,300 0,249 -16,9% 61,5% 30,2% 7,1% 1,8% -0,6% 

奥地利 0,270 0,220 -18,5% 56,8% 34,1% 7,6% 1,6%   

西班牙 0,340 0,276 -18,7% 60,4% 32,1% 5,3% 0,5% 1,6% 

芬兰 0,270 0,220 -18,7% 57,8% 23,0% 5,3% 0,5% 13,4% 

意大利 0,320 0,259 -19,0% 48,4% 41,1% 7,9% 2,6%   

荷兰 0,270 0,218 -19,2% 42,2% 33,3% 9,4%   15,1% 

斯洛伐克 0,250 0,200 -19,9% 60,8% 33,7% 3,0% 2,5%   

波兰 0,320 0,256 -20,0% 43,0% 49,5% 5,5% 2,0%   

爱沙尼亚 0,310 0,246 -20,6% 56,3% 31,1% 6,8% 1,9% 3,9% 

希腊 0,340 0,270 -20,6% 46,6% 28,6% 2,4% 22,3%   

捷克 0,260 0,206 -20,8% 63,9% 24,5% 7,7% 3,8%   

卢森堡 0,270 0,213 -21,1% 50,7% 36,0% 10,9% 2,4% 8,3% 

比利时 0,260 0,204 -21,7% 65,9% 20,3% 6,9% 6,9%   

丹麦 0,250 0,196 -21,8% 45,9% 26,1% 5,0%   22,9% 

法国 0,280 0,217 -22,5% 57,8% 25,8% 8,0% 4,9% 3,6% 

葡萄牙 0,370 0,286 -22,6% 60,2% 35,4% 4,0% 0,4%   

匈牙利 0,260 0,201 -22,8% 46,1% 36,0% 12,3%   5,7% 

英国 0,330 0,254 -22,9% 54,6% 30,6% 3,1% 4,8% 7,0% 

爱尔兰 0,320 0,246 -23,2% 53,9% 43,5% 0,4% 2,2%   

瑞典 0,240 0,183 -23,8% 52,1% 23,5% 6,3% 0,4% 17,6% 

来源：欧洲国家的数据来自于 Jean- Yves Hocquet（2016）。	



 

六、	 结论  

过去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会保

障和公共服务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并没有起到有效

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中国正面临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

较大规模的贫困人群、经济增长减速带来的失业压力、大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

消费需求不足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 

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和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其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其功能包括保险、扶贫、收入再分配、

消费平滑和刺激，以及社会稳定器。 

幸运的是，中国各级政府都已经意识到广覆盖、高效率且可持续的新社会保

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CDRF，2009；郑，2008）。迄今为止，中国已初步

建立起覆盖全部人群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

了城乡全部人口。 

然而，由于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是碎片化的，城乡实行着不同的制度，城市内

部不同就业身份的人群实行不同的制度，制度之间缺少衔接和协调，不同人群为

社会保障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从中获得的待遇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待

遇不仅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起到逆向调节作用。本

文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缩小收入差

距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居民交纳的个人所得税

和社会保障缴费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是负面的，即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

用。居民从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中获得的公共转移收入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

的作用，其中主要来自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作用。 

与欧盟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的作用

仍有待于提高。欧盟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幅度地降低了收入分配的不

平等。除此之外，欧盟国家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高，也在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未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进程中，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其调节收入分配

的作用。首先，在社会保障缴费上，需要提高缴费的累进性，即缴费要与其收入

水平挂钩。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加快推进，尽快并

入到企业职工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变现在公务员不缴费的局面。其

次，改革现行的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减少不同人群获得的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再次，需要增加社会福利项目。现行

的低保制度需要提高瞄准性，同时需要提高其低保金水平。此外，增加一些针对



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福利项目，如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补贴。最后，建立社会

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模拟分析，特别对其产生的收入再分配的效应进行模拟分析，

为政策的调整和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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